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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成、業就？擔任特教老師的非障礙
手足之邊界跨越經驗探究

張恒豪
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

工作與家庭這兩個生活領域具備相異的角色預期跟文化，卻又相連及互相

影響。社會觀感中仍慣於將身心障礙者家庭視為需要幫助的對象，但有一群非

障礙手足受到家庭經驗影響，選擇進入特殊教育領域成為老師，接著又將專業

訓練帶入家中。在工作與家庭研究持續成長的今日，這群在工作及家庭領域都

屬特殊的族群會有加倍的需求還是能夠成為兩個生活領域間的橋樑，仍沒有充

分的研究資訊。本研究奠基於工作—家庭邊界理論，聚焦在擔任特教老師的非

障礙手足身上，旨在探究其工作與家庭間的邊界跨越經驗。研究團隊訪談五位

障礙者的姊妹，藉由持續比較法分析深度訪談逐字稿並與理論及文獻對話進行

編碼與架構修正。作為第一篇探索我國特教領域中邊界跨越者經驗的文章，本

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受訪者提及之邊界跨越經驗多為正向陳述。其次，受訪者

的工作與家庭領域混合區域大，易出現障礙相關知能的雙向滲透。再來，受訪

者的邊界跨越經驗影響與領域中重要人物的互動，進而幫助他們劃分不同情境

中的角色定位。最後，受訪者在混合區域中對於障礙的觀感不斷變動，反應出

兩個生活領域邊界的彈性變動，但這個變動亦受個人背景影響。根據研究結果，

在未來研究上建議持續探究擔任助人工作之非障礙手足經驗；實務上則建議將

非障礙手足視為資源，支持他們從個案倡權走向理念倡權，使他們成為家庭與

專業人員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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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自從工業革命後，學者們以物理場域、

心理感受及時間性區分了工作與家庭領域，

意識到這兩個生活領域具備相異的角色預期

跟文化，卻又相連及互相影響，因而開始研

究其交互作用（Katz & Kahn, 1978）。Clark
（2000）綜覽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研究後，

提出了工作—家庭邊界理論（Work/family 
border theory），進一步將在這兩個場域間

頻繁遊走的群體，稱為邊界跨越者（Border-
crossers）。研究顯示，當邊界跨越者有目

的地將一個領域中的角色與活動帶入另一個

領域時，就能產生高掌控感；反之當角色混

淆非自主時，便可能產生滲透、侵入、無

法承受的感覺（Cohen, Duberley, & Musson, 
2009）。工作與家庭間的雙向互動研究早期

多聚焦在時間及精力的衝突，特別是隨著

女性就職的人數增長，容易見到女性在傳

統家務角色以及工作要求下的衝擊（張菊

惠，2015；徐于蓁、葉秀珍，2015；Powell, 
Greenhaus, Allen, & Johnson, 2019）。然而，

對於成功的邊界跨越者而言，在一個場域中

所獲經驗、資源、技能等，擴散並影響至

另一場域的情形可能同時具有相互支持的

關係（陳文良、王怡涵、邱雅萍，2013；
Greenhaus & Powell, 2006）；舉例而言，周

麗端（2012）針對雙薪家庭的 769 名新竹縣

家長調查，便發現無論從事的工作類別為

何，家長們多半認為自己在工作中所學對家

庭生活有幫助，而完成家庭生活責任也有助

於職場上的自信。 
這樣由負向到正向的研究趨勢也顯示

在教育場域中的邊界跨越者研究中，並聚焦

於女性參與者。早期研究指出擔任教職的母

親感到精疲力竭，總是覺得沒有足夠的力氣

同時照顧學生以及孩子（Claesson & Brice, 
1989）。但稍晚的文獻呈現身為母親的身分

正是這群邊界跨越者進入教職的動機，同

時他們也覺得因為自己母職經驗能更對學

生的家庭生活具有一定敏感度、更加實際

（Griffiths, 2002；Kaldi, 2009；McDonald, 
1999；White, 2008）。進一步聚焦於特殊教

育領域，擔任特殊教育老師的障礙者母親

也有近似前述，正負兼具的邊界跨越經驗

（O'Brien , 1999）。Koch（2011）的博士論

文中，11 名同時具備家長身分的特教老師

認為親職經驗替他們的教職帶來了正面的影

響，讓他們更能同理其他家長；但是也坦承

有時在教學中與學生的互動比起專業的老師

更像家長，而可能產生角色混淆。

與這群母親相似，有一群接受了特殊

教育專業訓練的族群，同時有著非障礙手足

的身分（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及特殊教育資

格，且有法定關係之障礙者兄弟姊妹，並

與其有共同成長背景及互動經驗者）。在所

有家庭互動關係之中，手足可說是最長遠的

關係；但其與障礙者間的互動卻又跟親子關

係的位置與立場不盡相同（Brown, 1999；
Cicirelli, 1994；Seltzer, Greenberg, Orsmond, 
& Lounds, 2005）。特教教師的訓練，讓此

群體能看見學生優勢及提升其自我決策，或

許會看到自己的爸媽過度管制 / 協助障礙者

的狀況；然而在家庭之中，作為子女往往處

於較難對抗爸媽權威的地位，與上段文獻中

擔任教師或特教教師的父母又有所不同。

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研究證實非障

礙手足生涯決策會受到障礙兄弟姊妹影

響（Heller & Arnold, 2010；Lee & Burke, 
2018；Seltzer, Greenberg, Orsmond, & Lounds, 
2005；Hodapp, Sanderson, Meskis, & Casale, 
2017）。而在我國實務現場也常發現特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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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具備非障礙手足的身分。由於在工作中面

對障礙學生、家中又要與障礙兄弟姊妹互

動，將邊界理論套用於擔任特教教師的非障

礙手足身上時，或許會看到更大的混合區

域。然而，兩個生命領域間的邊界如何界定、

何時會出現領域滲透以及邊界有多大程度的

彈性仍不得而知。透過檢視這群同時有家庭

經驗知識與專業知識群體的生命歷程，可以

讓我們重新思考障礙者相關專業與家庭之間

的關係。

文獻探討

當場域聚焦於工作與家庭時，個體在

職場所獲資源、知識、技能、情感，會對家

中角色帶來幫助；反之，個體在家庭中所習

得的知能及技巧、以及他們的身分，亦可能

影響他們在工作中角色上的成就表現（張婷

婷、陸洛，2009；Clark, 2000；Greenhaus & 
Powell, 2006）。Clark（2000）提出的工作—

家庭邊界理論中，區分工作與家庭的邊界具

有一定程度的滲透性（permeability，即在另

外領域的元素進入該領域的程度）以及彈性

（flexibility，即邊界可隨需要而擴張收縮）。

當在兩個領域邊界重疊時出現大量滲透性以

及彈性時，這個混合區域（blending area）較

難歸類於單一領域，有的時候也會難以用場

合區分；比方說，若一位擔任特教老師的非

障礙手足在家中接到家長以通訊軟體傳來訊

息時，就算人身在家中也可能在處理工作業

務。儘管研究團隊成員所工作場域（特教、

社福相關系所）就讀學生中常見非障礙手足，

並非所有學生或助人工作者都願意自我揭露

非障礙手足身分，以至於尚未有大量關於混

合區域的具體數據或相關文獻。為奠定本研

究基礎及框架，以下將依序以工作領域（特

教老師的專業素養）、家庭領域（非障礙手

足的成長經驗）相關研究為主體陳述，最後

結合理論來討論提及混合區域的相關文獻。

一、工作領域：特教老師的專業素養

特教老師所應具備的專業，從特殊教育

出現迄今歷經了許多轉變（Shepherd, Fowler, 
McCormick, Wilson, & Morgan, 2016）。 我

國的特殊教育師資培育科系透過四年課程以

及半年實習的職前訓練，加上在職的專業成

長，即欲確保取得特教老師證照的專業人員

具備一定特質的專業素養。胡心慈、朱尹安、

蔡碩穎與林秀瑋（2013）透過文獻分析、德

懷術擬定了一套特殊教育學系學生專業能力

指標，將特教老師視為具備 關於障礙的相關

知能、特殊教育教學上的職能、以及良好的

個人特質及倫理的專業人士。

教學的個人知能 / 職能層面上，特教老

師被預期具備一般特殊教育知能、了解學生

特質、團隊合作；也被期待能進行學生鑑定

與評量、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與執行、課程

教學評量。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若將曾經發

生與特教相關之真實人物與事件作為案例，

則可在教師專業訓練中強化理論與實務應用

間的連結，增進問題解決能力，並促進學習

動機及成效（李翠玲、黃澤洋，2016）。老

師們的自身熱忱、任教年資、最高學歷及特

教學歷背景不同自然會帶來差異（陳蓉潔、

孫淑柔，2014）；不過，整體而言當老師了

解障礙學生的限制，進而針對他們得需求提

供個別化的差異學習時，障礙學生便能感受

到老師對自己的重視，進而提升師生互動的

關係（吳善揮，2013）。 
再來，個人在職業選擇同時會展現其人

格，相同職業之從業者亦擁有相似之人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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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劉焜輝，2007）。特教老師被期許能溝

通合作、接納有特殊需求者並主動關懷、具

備問題解決、專業且敬業。對應到工作—家

庭邊界理論，特教老師在工作領域中的互動

對象如家長、學生、以及其他老師（同事）

等重要領域成員便會是很重要溝通對象；這

樣的溝通甚至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何華

國，2015；劉紋坊，2015）。當親師關係正

面且緊密時，除了能增進親師間的信任及承

諾關係，對學生的行為改善與學習進步也有

很大的助益 （丁學勤、黃亭蓉，2015 邱政

強，2012；��玉芳、陳映秋，2011）。 

二、�家庭領域：非障礙手足的成長經驗

緒論中提及工作—家庭邊界理論將在工

作與家庭兩個領域中頻繁切換的個體定義為

邊界跨越者；而本研究所聚焦的群體為擔任

特教老師的非障礙手足，直接受到家庭領域

中的互動對象如父母及障礙者影響（Cheung, 
2015）。與前段工作領域中所言及之領域

成員（學生、學生家長、同事）的差異在

於，父母及障礙者對於邊界跨越者來說更接

近邊界維持者（boarder keeper）的存在，對

於邊界跨越者是有直接影響的。因為手足多

數年齡相近及居於同個家庭中，通常為彼此

生命中第一個同儕，在成長中提供了彼此陪

伴、教導、競爭、分享等經驗；障礙者對於

非障礙手足的個人特質及生涯決策等面向皆

可能造成影響（Saxena, 2015；Lee & Burke, 
2018）。

在個人特質上，非障礙手足因手足關

係中的共同生活經驗而總是能展現同理心，

對其他特殊需求者更有耐心及包容性（劉

怡 鈴、 康 雅 淑，2011；Naylor & Prescott, 
2004）。儘管對他人多所包容，曾淯琪與王

孟心（2010）訪談八至十一歲之障礙者的非

障礙手足卻發現，受訪者對於負向情緒的表

達感到較為困難。這樣的個人特質，與家庭

互動息息相關。

成長經驗也讓許多手足的職涯及婚姻選

擇受到影響。許多非障礙手足認為手足身分

是讓他們會對於身心障礙及特殊教育等相關

議題，更加關注並重視之主要原因，進而以

志工活動、職業投入、參與宣導等方式，投

入為身心障礙相關法令制度及現況改革推動

的 行 列（Burke, Arnold, & Owen, 2015）。

Lounds-Taylor 與 Shirver （2011）發現與障

礙者的關係親密程度較高的女性手足進入

助人行業的可能性較高。葉育婷與李姿瑩

（2017）的研究也描繪出非障礙手足因為聽

障哥哥而選擇相近領域職業的經驗。Kuo 與

Lach（2012）在訪談六位腦性麻痺者的姐妹

後，發現持續不間斷的照顧責任讓這些姐妹

們選擇犧牲自己的婚姻。 

三、�混合區域：擔任特教老師的非障
礙手足

Day、Kington、Stobart 與 Sammons
（2006）發現個人生活經驗（包含家庭背

景）對於選擇教職有極大的影響。Marks、
Matson 與 Barraza（2005）訪談七位受訪者，

發現非障礙手足期待透過進入相關行業，改

善提供給障礙者之相關服務，並能幫助自己

的障礙者兄弟姊妹。Chambers 在 2007 年的

研究中，訪談了八名非障礙手足，也發現身

為手足的相關經驗會影響使他們進入特教

相關領域工作。整合 Marks 等人（2005）
與 Chambers（2007）兩篇研究結果，可發

現所有的非障礙手足都提到，與障礙者共同

的生活經驗，影響他們選擇職涯的方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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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受訪對象提到，若他們沒有障礙者兄弟

姊妹，則他們非常有可能選擇致力於不同的

職域。部分非障礙手足則表示，過去共同的

成長經驗中，專業人員對障礙者所提供的協

助並未達到他們的期望。因此，非障礙手足

期望能透過職涯的選擇，提升並改善所有障

礙者相關的服務，並對於自己之障礙者兄弟

姊妹或其他人的情況有所幫助。除此之外，

Chambers（2007）還發現非障礙手足們會將

職場所得資訊帶回家中，然而是否選擇在家

中扮演專業角色則因人而異。

綜合以上文獻，特教老師因服務對象為

障礙學生而需要進階的專業知能及良好的溝

通特質；在家庭生活中，非障礙手足有著與

一般手足不同的成長經驗，甚或會影響到其

生涯抉擇。根植在 Clark 的理論之上，當邊

界跨越者能掌握兩個領域間的邊界彈性及良

好的領域滲透時，便能達成良好的平衡。但

過去研究中慣於將身心障礙者家庭視為需要

幫助的對象，擔任特教教師的非障礙手足—

這群在工作及家庭領域都屬特殊的族群—

會產生加倍的需求還是能夠成為兩個生活領

域間的橋樑仍不明。如同前述，在兩個領域

中頻繁切換的邊界跨越者及混合區域不容忽

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擔任特教老師的

非障礙手足的邊界跨越經驗，特別聚焦於

Clark（2000）提及之領域滲透及邊界彈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採用立意取樣，

由第一、第二作者邀請五位符合研究條件

（受訪時正職為特教老師、有一位手足持有

身心障礙證明、本身並非障礙者）的受訪者

接受訪談。最終完成訪談的五位受訪者皆為

女性，年齡在 27-37 歲間，僅一位已婚且尚

未育有子女。受訪者中包含三位國小特教老

師、一位學前巡迴輔導老師及一位兒童發展

中心的特教老師；受訪者分別有一位輕度視

覺障礙的弟弟（受訪者 A）、一位中度腦性

麻痺的姊姊（受訪者 B）、一位中度唐氏症

的哥哥（受訪者 C）、一位中度智能障礙的

弟弟（受訪者D）及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智

能障礙、腦性麻痺）的姊姊（受訪者 E）。

第一作者以深度訪談法，透過有目的的

溝通對話過程蒐集相關資料，探究受訪者其

家庭及工作間之互動（潘淑滿，2003）；並

根據訪談情境的不同，併用非正式及正式訪

談兩種方式進行研究問題之探究（鈕文英，

2014；黃瑞琴，2001；趙碧華、朱美珍，

2000；潘淑滿，2003）。半結構式的訪談題

綱來自於研究團隊於文獻分析後的討論，依

循 Leech（2002）提供的建議進行排序及撰

寫提示語後，再邀請兩位從事特教相關職業

的非障礙手足及三位研究生從用字遣詞及適

切性審閱修正。題綱包含工作方面的描述、

家庭成長的經驗、以及兩者間的交互影響

（例題：您覺得您從事特教相關職業後，對

您的家庭有什麼影響嗎？），題目以中性的

方式詢問，在訪問時亦不作正負向等有價值

判斷的回覆 。
研究團隊的成員採用「持續比較法」

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Bogdan & 
Biklen, 2007）。研究團隊全數均有障礙相

關研究領域背景及質性研究經驗，其中三位

同時具備非障礙手足身分，在成長、求學等

歷程中，深刻地感受到「非障礙手足」多少

必須參與障礙者照顧、以較旁觀的角度參與

了障礙者的成長，同時接觸了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的從業人員所提供的服務。研究團隊中

的三位非障礙手足在接受相關專業訓練後，

也開始把所學帶入家中，因而覺察自己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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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家庭成員的互動關係、品質、分工及責

任等，也可能會因此而有所轉變。最後一位

團隊成員為相關領域專業學者，協助以客觀

角度檢視編碼，避免身為非障礙手足的研究

團隊成員受限於自身經驗，在編碼上有所偏

頗。本研究透過團隊討論，以系統性的方式

先行逐句閱讀訪談逐字稿，將語句先賦予話

題（如「手足主動學習特教相關知能」、「家

庭經驗影響職業選擇」、「手足身分影響跟

學生家長互動」），而後統整話題形成類別。

在類別的命名上，同時閱讀文獻作為命名參

考（如 Clark 理論中的「滲透」及「領域成

員」），進而加以組織、詮釋及分析，從中

找出有意義的關聯性（鈕文英，2014；潘淑

滿，2003；Bogdan & Biklen, 2007）。

接下來在研究結果中，在引述受訪者發

言後方除訪談檔案編碼（第一碼為訪談的日

期，依序為訪談的年、月、日；第二碼為「參

與者編號」）外，亦呈現專業背景及障礙兄

弟姊妹資訊，讓讀者在閱讀時更能理解脈

絡。為保護研究參與者隱私，訪談中提及人

名地名及其家庭、職業等相關資料均以匿名

方式處理。

研究結果

對於擔任特教老師的非障礙手足而言，

工作以及家庭有相當大的重疊性。為了讀者

的閱讀順暢度，先列舉受訪者們在工作領域

中的家庭滲透（F->W）、再論述她們在家

庭領域中的工作滲透（W->F）。如圖一所

示，受訪者的邊界跨越經驗中有不同向度的

滲透，也影響到她們與兩大領域中重要成員

們的互動（圖中雙箭頭曲線）。最後，逐字

稿的分析也顯示出兩個領域重疊的混合區域

中，障礙觀點以及角色定位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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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領域中的家庭滲透（F->W）

從訪談內容來看，受訪者家庭領域中

「手足身分」及「手足經驗」是滲透進工作

領域最明顯的元素。以下分別進行說明與討

論，並與其他領域成員的互動分為親師、師

生及同事三個部分呈現。

（一）手足身分

受訪者在工作中最常密切接觸到對象包

含學生的家長、學生以及同事們。受訪者因

為自己身處類似的家庭經驗及成長背景，更

能夠了解家庭中有障礙者子女對於整個家庭

及各個成員的影響及感受。因此，受訪者較

一般人明白特殊學生的家長承受的許多壓力

及情緒反應，在工作中更能同理家長的感受

並給予家長適切支持。

「家庭的部分造就了我這樣的人格特

質，然後在跟家長溝通的時候，我更能夠站

在家長的立場去思考，因為我姐姐也是這樣

子的狀況…家長就會覺得：『欸！沒想到你

有這種經驗！』的感覺，就是比較可以理解

他，而不是一個指導者的感覺，就是會有一

種站在同一陣線的感覺。」（20161005_E，
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姊

姊） 
在特教老師的職涯中，初任教師時年紀

較輕、未婚或是未生養子女，家長對於特教

老師會存有較多的質疑，認為教師無法真正

理解家長或特殊學生。但當受訪者向家長透

露自己的手足身分後，能明顯感受到家長增

加對受訪者的信任感，並將其視為與自己站

在同一個陣線。

「（相比於同事）有的家長真的比較聽

我的話。」（20160809_B，國小特教老師，

有一位中度腦性麻痺姊姊）

除了能贏得家長信任外，手足的身分

對於對於學生以及同事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障礙學生能加倍信任受訪者（「他知道

我手足的身分後，也比較敢向我提出協助的

要求」），同事們在碰到與自己兄弟姊妹同

障別的學生時，也會期待受訪者能提供協助：

「一般的特教老師在視障方面的知能比較

少，所以那個時候在資源班的時候，那個小

孩是一個中度的視障，我搭檔就跟我講說他

沒有任何教視障的經驗跟修過那個課，所以

分小孩的時候，那個就分給我」（20160719_
A，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輕度視覺障礙弟

弟）。

此外，當同事知道受訪者的手足身分

後，多半會對受訪者格外照顧。一位學前巡

迴輔導老師就表示：「他們（同事）會對我

更好，常常有什麼東西，就會讓我拿回家，

也不一定是給弟弟，就是給我們家，就會對

我比其他同事更加友善，可是我覺得他們可

能是覺得說你家也很辛苦的那種感覺，弟弟

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20160817_D，學

前巡迴輔導老師，有一位中度智能障礙的弟

弟 ） 
（二）手足經驗

受訪者的實質家庭經驗使她們對障礙

特性以及相關資源有所了解。一位受訪者便

提到她因為哥哥是唐氏症者而對特殊教育產

生有興趣，也因為自己相較其他專業人員

在跟自閉症兒童互動時更能掌握訣竅而有成

就感：「所以像當小閉（自閉症）的孩子出

現這樣的問題行為的時候，其實是因為他們

溝通上的問題就直接動手了，那我就會去了

解他們動手的原因，其他老師問的時候他們

都不會講，但是我問的時候他們會講。」

（20160811_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有一位

中度唐氏症哥哥）

也因為這樣，使她們更有動機去幫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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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其家長取得所需輔助、補助資訊，申請

協助權益及福利等相關資源。

「所以就是他們都會知道哪裡有這些資

源可以運用，也不是爸爸去機構工作、或是

我去當老師之後才知道這些東西的，我覺得

應該是說你家裡有這樣的小孩，從小到大，

其實如果你是照顧者的話，你應該自然而然

就會知道說可以有哪一些補助，或是你可以

去尋求什麼樣的資源。」（20161005_E，
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的姊

姊）

也有受訪者因為自己的障礙兄弟姊妹

需要，而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訓練（例如：

課程修習、研習活動等）時，相較其他同事

有更明確的動機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能。一

位任職於國小的非障礙手足便提及：「進入

職場後，遇到視覺障礙的學生，我會特別關

注學生的輔具申請需求，是因為弟弟在成長

的過程中，從未有老師告知我們有這樣的社

會福利，這個訊息是我踏入特教界後才知道

的，弟弟的權益就這樣睡著了十幾年，這讓

我深深覺得若老師專業知識不足，可能會連

帶影響學生的權益，因此，我覺得讓障礙生

及其家長瞭解應享有的權益，是老師最基本

的責任。我弟剛好是視障，我覺得這是他的

障別帶來的附加利益，因為一般的特教老師

在視障方面的知能比較少，沒那麼了解，或

是還要再為了這個小孩特地去多看書或是

研習，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間接的影響。」

（20160719_A，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輕度

視覺障礙弟弟）

由上述可知，非障礙手足的身分及經

驗，讓受訪者對自己的專業知能較同儕更有

自信，也有更高的增能動機。另一方面，在

工作中對學生、學生家長、同事的人際關係

也都因此受到影響。學生、學生家長、同事

因為手足的身分能對受訪者信任，障礙者家

庭甚至會產生同盟之感。但是，從同事對受

訪者的態度來看，是源於出大眾普遍認定障

礙者家庭辛苦之觀感同情抑或是同理仍不得

而知。

二、家庭領域中的工作滲透（W->F）

受訪者的「工作所學」，即在工作中

透過專業成長及實際任職特教老師的實務經

驗，加上「職場資源」都滲透進家庭領域中，

也對其與邊界維持者—父母與障礙兄弟姐妹

的互動造成影響 。
（一）工作所學

受訪者回想起印象中父母在教養障礙者

子女的過程，多聚焦於教養管束或取得障礙

服務層面。因此，在工作中接觸到相似境遇

的家庭及家長，也讓受訪者有機會聽到父母

的心聲，從而同理自己父母的心情與反思自

己與父母的互動。

「有個自閉症學生的媽媽曾分享，她在

生了兩個女兒後，老么終於是兒子，是家族

中的長男，當時全家人都非常喜悅，期待著

這個新生命的到來，沒想到造化弄人，兒子

是個自閉症者，大家的心情頓時從天堂掉到

地獄。後來隨著時間，發現兒子其實蠻聰明

的，能讀寫字、算數、機械記憶也極佳，但

礙於溝通和情緒問題太嚴重，而就讀集中式

特教班，媽媽對此感到非常愧疚，一直認定

就是自己懷孕跌倒，讓兒子變這樣的，因此，

當兒子有些問題行為時，媽媽多採取消極的

好言相勸，而不是找積極的方法應對，之所

以會以溫柔態度對待，主要是彌補自己滿

滿的虧欠感，看著這位媽媽哭著說明自己的

心情時，更能體會自己父母的感受。在我成

長的過程中，能感覺到父母很盡量做到對三

個小孩公平，但從他們的種種行為可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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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雙重標準的事實，雖然理智上能理解也明

白，但偶爾心情上是不能平衡的。透過學生

家長的情感分享，讓我可以暫時跳脫出手足

身分，以旁觀者的角度感受我父母的想法，

幫助我以更健康的態度去面對家庭關係。」

（20161004_A，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輕度

視覺障礙弟弟）

另外，在面對障礙兄弟姊妹的時候，特

教的專業知能也讓受訪者們透過工作的學習

或接觸各類障別學生，了解障礙的特質以及

自己兄弟姊妹的潛能，覺得自己的同理是從

慢慢學了特教相關的知識而改變與兄弟姊妹

的相處模式。

「我現在對哥哥的包容性有比較大，

就是因為開始了解，比如說像我以前會覺得

說，你走路不能抬腳走快一點嗎？可是他生

理功能就是有問題，我們都沒有發現，所以

他走路本來就會慢，類似這樣，現在就覺得

好啦！沒關係就慢慢走吧！」（20160811_
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有一位中度唐氏症

哥哥）

受訪者也會將較抽象的要求，透過述說

工作中特殊學生的案例，用更具體的方式述

說。相較於從家人角度進行態度及觀念上的

說教，更能為障礙兄弟姊妹接受，也改善了

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前會覺得說阿你就是要怎麼樣啊 !
阿你就這樣做就對了呀！但是現在我會多一

些我遇過的身心障礙小孩的例子給姊姊聽，

我會加入例子。我在實習過程中，或我從大

學就在當志工了，我接觸過從重度到輕度的

孩子，那我就會分析給他聽，像我看過誰誰

誰，人家是怎麼做，比如說看事情的態度，

比如說有時候他脾氣很差，比較沒有辦法

容忍…爸爸媽媽給她比較多態度跟觀念的東

西，但是他會不接受，那我用例子給他聽，

我碰到的孩子怎麼樣，爸爸媽媽怎麼相處，

他自己就會反省，他不一定一次就會記得，

我覺得個性使然啦！但是他也改變很多啦 !」
（20160809_B，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中度

腦性麻痺姊姊）

除了因工作引發對自己父母及兄弟姊

妹的同理心以及互動上的改變外，受訪者亦

表示她們在工作上習得的特教專業知能，也

讓她們開始有能力提供自己的父母相關資

訊及教養方面的建議。但這樣的建議在不同

的家庭文化脈絡下也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從子女的角度提供父母教

養建議時，也在機構工作的父母欣然接受：

「…我媽也不是家庭主婦，我爸又是在接觸

這個，所以他們兩個對外界現在的趨勢跟

社會的聲音，他們都很快地可以吸收」） 
（20160817_E，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

度多重障礙的姊姊）。相對於此，其餘四位

受訪者皆提及自己想要將所學帶入家中時會

造成親子間的關係緊張，舉例而言，一位受

訪者便提及：

「我提供爸爸媽媽的建議比較多的是

可能在我哥的一些可能生活自理、或是照顧

還有教育的方式…我以前會講，但是我媽不

會聽。她還會跟我講說：『你不要覺得妳

是學教育的，就是專家了。』以前會因為這

樣吵很兇，搞得家裡的氣氛很差，所以現

在就覺得算了，不然家裡氣氛很不好。」

（20160811_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有一位

中度唐氏症哥哥）

（二）職場資源

如前所述，受訪者在接受特殊教育專業

的養成過程中，參與障礙相關的職前培訓課

程或專業成長研習，將習得知能帶入家庭；

其次，透過職場建立的人脈與連結，亦能讓

自己的家庭使用補助的資訊及申請方式。例



•38•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如，受訪者將工作中所得知申請身心障礙者

所需輔具的補助資訊帶入家庭，家人們才知

道原來自己一直以來都享有這些權益：

「我念了特教系參加過很多視障方面

的研討會，才知道說原來申請輔具是可以有

補助的。我弟求學這麼久，沒有任何一個老

師告訴過我們這個訊息，是一直到我去接

觸了，這麼簡單的事情是我念了特教系才知

道，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會開始每一

年有補助款項，就會開始去申請買一些語音

體重機、擴視機、望遠鏡、遮光的眼鏡什麼

的，就會開始知道有這些福利，開始會去幫

他申請這些。」（20160719_A，國小特教老

師，有一位輕度視覺障礙弟弟）

除了提供家庭中所需要的補助相關資訊

外，受訪者透過工作學習並累積相關專業及

人脈，也能增進適用自己家庭的特教相關諮

詢及服務。一位國小特教老師便是透過工作

上認識的治療師才知道弟弟有扁平足並尋找

到可搭配的輔具（20160817_D，學前巡迴輔

導老師，有一位中度智能障礙的弟弟）。另

一位受訪者也有同樣的經歷：「把我哥帶來

給燕燕老師（匿名）看，就是我們學校的 PT
老師，看是什麼樣的問題，然後也是請那邊

的強強老師（匿名）一起做特製鞋給他，所

以我覺得是有幫助，但是我哥小時候就是念

特教班一路上來的，但是都沒有人發現這件

事。」（20160811_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

有一位中度唐氏症哥哥） 
最後，因為特殊教育場域對於障礙者

的包容性以及與其他特殊學生接觸互動的機

會，多位受訪者透過安排障礙者兄弟姊妹進

到自己工作的職場中。這樣的互動機會除了

提供障礙者一個可以安心前往的場所，也穩

定了他們的情緒：「我就叫她來我學校的班

級一天，就說妳來看看這些可愛的孩子，就

當一日志工，然後我有報備組長，他們也都

同意，我就讓他去看看他自己有多幸福，然

後姊姊也很開心。」（20160809_B，國小特

教老師，有一位中度腦性麻痺姊姊）

總結來說，受訪者的工作帶給她們的

除了關於障礙服務、輔具、福利資源等的資

訊外，還藉由互動讓她們體會不同家庭成員

（父母與兄弟姊妹）的觀點。但，當手足在

家中開始扮演專業角色時，因為每個家庭文

化的不同而會有不一樣的反應，有爸媽欣然

接受，也有家庭因此引起摩擦。

三、混合區域中的邊界跨越者

（一）障礙觀點

非障礙手足的成長經驗中，多半看著爸

媽照顧障礙者形塑了受訪者看待障礙者時，

認為他們需要被照顧或協助的觀點。兩位受

訪者的論述之中甚至提及「壓力」、「負

擔」（20160811_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

有一位中度唐氏症哥哥；20160719_A，國

小特教老師，有一位輕度視覺障礙弟弟）。

其中一位家中經濟條件較不好，父母必須忙

於工作又要照顧哥哥時的受訪者在第二次訪

談中也說：「因為我知道我爸媽是這樣的狀

況，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是很難走出來。」

（20160915_C，兒童發展中心老師，有一位

中度唐氏症哥哥）

然而，特教的專業訓練也讓受訪者意

識到障礙者需要獨立以及能夠學習的一面。

也就是說，工作領域的經驗讓受訪者了解障

礙者之障礙限制，而改變自己對障礙者的

想法，亦影響了其對與障礙者間手足關係的

想法及價值觀。換句話說，單純的家庭經驗

可能讓受訪者認定只要一直保護著障礙者就

好，然而在接受特教專業訓練之後，受訪者

意識到：「他算是沒有很嚴重，可是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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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他的要求比較像保護式，我學了（特

殊教育）之後，我會覺得說在保護傘外，要

盡全力教導他生存技能，才是最負責任的做

法」（20161011_A，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

輕度視覺障礙弟弟） 
無獨有偶的，另外兩位受訪者提及將

障礙者視為有能力學習、而非僅被動接受照

顧的個體，其中一位說：「我覺得在教養或

是在教導上面，我可以有一些比較正確的認

知，就是例如說我們大家（家人）都同意說

她（障礙者）可以做的事要讓她自己做。我

覺得這個部分，因為有一些不是老師或是對

這個沒有這麼熟悉的人，他們會覺得說：『她

就是不會啊！就全部都幫她弄得好好的就好

了。』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就是一個老

師的角色，所以我還是會希望說我是教你什

麼，然後你可以學會這樣子。」（20160817_
E，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

的姊姊）

（二）角色定位

對於同時具備了特教老師及非障礙手足

兩個身分的受訪者而言，在個人角色定位則

有著個別差異。一位受訪者認為非障礙手足

身分所帶來的預期角色是她更重視的：

「我認為手足的身分較為重要，儘管我

身為一名教師，但那屬於工作的範疇，工作

內容的專業度累積和教學經驗的成長的確夠

幫助我更好的照顧姊姊，但那最終只是我的

工作，而身為手足則是一輩子的事情，就算

我有一天不當老師了，我仍然會發揮我所有

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去照顧姊姊，因為家人的

相處是從出生到死亡，這一段過程我認為自

己在家庭當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所以

我更重視手足的身分。」（20161108_E，
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的姊

姊）

然而，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在不同的情境

中作出角色的定位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

將自己放在甚麼樣的位置上，在家我就是女

兒，我要做的是孝順；在工作場域我就是老

師，我要提供的是專業教學…等等類似這樣

的狀況。」（20161108_C，兒童發展中心老

師，有一位中度唐氏症哥哥）

五位受訪者都表示特教老師以及非障礙

手足的身分對自己目前的生活中所需要扮演

的角色沒有造成衝突；儘管想法會受到另一

個領域經驗的影響，或根據第一作者追問後

反思自己時候角色可能有一些混淆，但大致

上來說仍能透過溝通進行調整。一位受訪者

便分享了這樣的故事：

「因為我姐姐曾經跟我說過：『你不

要把我當你的學生！』有時候我講話的態度

會讓她覺得不舒服，他就會說：『我又不是

你的學生！』那時候我就會去反省自己說：

『對喔！他不是我學生，他是我姊耶！』可

能是我在給他一些建議上，我最常就是跟他

說：『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學生，比你更難

帶的，我從來沒有遇過這麼難搞的小孩，就

算人家小孩，你也已經二十幾歲了。』我曾

經跟他這樣講過說：『你比那十幾歲的小孩，

還不懂得怎麼樣之類的。』然後他就會不爽，

他就會覺得我又不是你的學生…姊姊跟我講

（我又不是你的學生）的時候，我就會去調

整我跟她的溝通方式，我會先跟她澄清，我

沒有要教育你，或是教訓你的意思在裡面，

因為我不想讓他變成我是一個老師在跟她講

這件事。但是如果今天是我的學生，我就會

強迫你聽進去，可是如果是姊姊的話，我

就不會強迫姐姐一定要接受我的說法。」

（20161106_B，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中度

腦性麻痺姊姊）

對於在工作與家庭這兩個領域高滲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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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受訪者在訪談中多表示為相輔相成。

「我覺得既然我已經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姊

姊，剛好又從事特教教育工作真的是非常的

合適，教育者的角色能夠幫助我更認識姊姊

的障礙程度，以及能夠協助的程度，相處上

也能很恰到好處的拿捏，不會過分寵溺，也

不會過分嚴厲，我覺得同時身為手足和特教

老師這兩個角色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我只是

有這樣的手足而無教師身分，亦或是我只是

教師身分但沒有身心障礙的手足，我覺得都

沒辦法像我現在這樣同時身兼兩種角色要來

的上手，意思就是說同時擁有這兩種身分讓

我覺得在處理任何事情方面都能很得心應手

也能很容易掌握情況。」（20161108_ E，
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的姊

姊）

「我覺得手足是我從事特教工作的起

點，因為有這個身分，才促使我萌發想當特

教老師的想法，所以，手足是我的根，透過

特教老師這份工作而盛開。」（20161108_A，

國小特教老師，有一位輕度視覺障礙弟弟）

非障礙手足的經驗深植受訪者心中，在

整體資源較不足的家庭當中容易形塑障礙是

沉重照顧負荷的觀點；而特殊教育的訓練讓

受訪者認為更能看到障礙兄弟姐妹的正向特

質及學習潛能，但她們仍然傾向將障礙視為

需要支持的受體。其次，因為兩個生活領域

中障礙服務相關的知能重疊範圍大，讓受訪

者認為有相輔相成之效；儘管有時候會產生

在家中究竟是親人還是專業人員的角色定位

擺盪，但現階段仍能維持平衡。

綜合討論

本研究檢視五位同時有特教老師身分的

非障礙手足生命歷程，藉以重新思考障礙者

相關專業與家庭之間的關係。透過與 Clark
（2000）工作—家庭邊界理論以及與過往文

獻的對話，整理出四項值得討論的重點。

1. 整體而言，受訪者提及之邊界跨越經驗

多為正向陳述

從前述分析可以發現受訪者在思考工

作與家庭間的邊界跨越經驗時，除了在與父

母互動關係上可能因不同的觀點而有些緊張

外，多半使用的都是正面陳述。幾乎沒有

受訪者提到有邊界跨越時產生的負面經驗。

值得一提的是，縱使訪談中並未引導方向，

受訪者也沒有提及因為過度依賴自己經驗所

帶來的負面影響。對比過去文獻，在時間與

精力有限的情況下擔任教師的母親或擔任

特教老師的障礙者母親常感到精疲力竭、

兩個角色都沒有扮演好的結果（Cinamon, 
Rich, 2005；Claesson & Brice, 1989；Cohen, 
Duberley, Musson2009；Griffiths, 2002；
Koch, 2011）。這樣的差異可能是源於本研

究中受訪者原生家庭中兄弟姊妹特質及手足

關係、家庭生命階段、以及專業訓練中的優

勢本位。

首先，本研究中的受訪者雖然有不同障

別的兄弟姊妹，但障礙者都沒有行為問題，

手足關係也都偏向溫暖緊密。過去研究也指

出比起障礙的程度或類別，障礙者是否有會

干擾家庭生活的行為問題才是影響對手足

關係觀感的主要因素（Burke et al., 2016； 
Cuskelly, 2016；Lee, Burke, & Arnold, 2019；
Tsai, Cebula, & Fletcher-Watson, 2017）。

再來，本研究的受訪者們的原生家庭

都尚處於父母親仍能執行大多照顧責任的家

庭生命階段；受訪者自身可能也單身或者剛

結婚，還沒有太多來自於再生家庭的責任。

不論年紀只要父母仍有能力照顧，國內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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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手足的主要照顧者多仍為父母，非障礙

手足多視自己為協助照顧的角色（邱春瑜，

2020）。然而 Burke、Fish 與 Lawton（2015）
的研究也發現預期承接照顧的手足與真正擔

任主要照顧者的經驗與觀點都有所不同。另

外，有幾位受訪者家中經濟壓力較大而感受

到照顧壓力，但或許也因尚未完全承擔照顧

責任而尚未經歷太多的負面的邊界跨越經

驗。

最後，研究團隊推測這些正面的陳述可

能與特教老師們自身的特質與信念有關，過

去許多國內調查研究中發現特教老師們都具

有正面的態度，且擁有積極、樂觀的人生觀

（呂淑惠、吳明隆，2014；吳婕鳳，2011；
梁碧明、連君瑋，2011）。對應本研究之研

究結果，習慣從優勢本位出發的專業養成導

向可能使主觀陳述偏向正向。

2. 受訪者的工作與家庭領域混合區域大，

易出現障礙相關知能的雙向滲透

儘管障礙是人類生命中的常態，很多時

候在針對障礙者的教學技巧、引導方式、以

及資源取得等系統定向（system navigation）
仍非常專業。本研究之受訪者其在工作中扮

演特教老師時，所獲得的相關資源、知識等

專業知能，能幫助其在家庭中扮演非障礙手

足時提供家庭成員協助；反之家庭對其工作

亦然。這樣的研究結果呼應周麗端（2012）
探討工作及家庭間的溢出研究，個體在某一

角色獲得資源、知識、技能、情感等，能對

其他角色帶來幫助並獲益。

回顧特殊教育專業養成，真實人物與

事件作的案例訓練原本就是增進特教老師知

能訓練成效並提升其專業能力的有效方式

（李翠玲、黃澤洋，2016），本研究之受訪

者亦因其過去親身之經驗具備基礎相關專業

知能，並能有更高的動機持續增能。面對學

生家長時，受訪者的家庭經驗讓她們能更知

道如何提供家長實用的親職教育相關知能以

及福利申請資訊；面對學生時，亦能幫助其

覺察並支持學生的需求；在與同事相處時，

則更能提供專業上協助。對應本研究之發

現，當教師能透過其自身家庭背景經驗，提

供家長輔具等相關專業知能之親職教育，並

發現學生的需求、提供適當的教學時，在工

作中更能發揮專業知能（朱明建、莊素貞，

2011；陳蓉潔、孫淑柔，2014）。

另一方面，受訪者的工作幫助其掌握策

略、專業服務資訊與專業人員連結，讓她們

能改善在家中障礙相關服務的品質（Frone, 
2003；Koch, 2011）。儘管並非全然因為這

個目的而進入特殊教育領域工作，訪談中也

都顯示受訪者們的確透過工作領域取得的資

源改善了家庭領域中的生活。

3. 受訪者的邊界跨越經驗影響與領域中重

要人物的互動，進而幫助她們劃分不同

情境中的角色定位

回應到 Clark（2000）理論中的定義，

可看出在工作領域中的學生、學生家長、同

事對受訪者而言是有影響的領域重要成員；

但在家庭領域的父母跟障礙者手足確實是會

對邊界畫分產生重大影響的邊界維持者。

受訪者的家庭經驗讓她們能夠同理家

長的感受、接納學生的困難及想法，進而促

進與家長、學生間的關係。呼應過去國外文

獻，在特殊教育相關領域服務的非障礙手足

們具備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同理心（Chambers, 
2007）；同時印證當老師與家長的合作成

為對等的夥伴關係時，家長會更願意與老師

溝通和合作（丁學勤、黃亭蓉，2015；何華

國，2015；邱政強，2012；��玉芳、陳映秋，

2011；Turnbull, Turnbull, Erwin, Soodak, & 
Shogren, 2015）。師生互動上的提升，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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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研究中發現老師對學生的想法及感受

的接納，能使特殊學生感受到老師對自己的

重視，進而提升師生關係來解釋（吳善揮，

2013；徐蓓蓓，1983）。但與 Koch（2011）
提到障礙者父母成為特教老師時容易對學生

有移情作用不同，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在面對

學生時仍能保持專業的角度；這顯示出家庭

系統中親子跟手足的次系統的差異。有趣的

是，在訪談中提及家庭對工作的滲透時，受

訪者們都提到光是非障礙手足的身分便足以

引發學生家長以及同事對她們的信任。亦有

研究參與者提到同事對因為自己的非障礙手

足身分格外友善，此為過去研究中未曾提到

的。

另一方面，在工作對家庭互動關係的滲

透下，非障礙手足會因與學生及學生家長互

動更能體會障礙兄弟姊妹及父母的感受，印

證 Greenhaus 與 Powell （2006）所提及透過

在一個領域正向經驗提升在另一個領域的生

活品質；這兩位學者以一位工廠工人為例，

說明他將在工廠與年輕同事互動時學會體恤

他人的心情帶回家中，幫助他跟青春期的兒

子更有效地溝通。相對於此，受訪者在專業

養成中提升的障礙知能亦影響她們在家庭領

域中的角色定位。Blacher 與 Baker（2007）
發現照顧任務的安排可能會引起不同照顧者

意見相左、也可能讓家庭更為緊密。從文中

也可以看出，當受訪者在家中開始扮演起專

業人員的角色（過度擴張工作領域、限縮家

庭領域的邊界）時，不論是父母或障礙兄弟

姊妹都會成為邊界維持者（維持著家庭領域

的邊界）讓受訪者反思自己的角色。

4. 受訪者對於障礙的觀感不斷變動出反應

邊界彈性，亦可能個人背景因素影響

受訪者對障礙的觀點在家庭中形成，而

後受到專業訓練的影響，從照顧轉變而成支

持的受體；而這樣的觀點對其角色定位或邊

界跨越經驗都有很大的影響。這個研究結果

符合 Edwards 與 Rothbard （2000）的研究中

提到個人在不同角色間，所學習到的不同價

值觀，可以轉換運用於不同的角色中，並對

其他角色產生互利。與障礙兄弟姐妹一起成

長的經驗，使受訪者在與學生相處時中相較

於其他同事的專業取向，更增添對學生感受

的關懷。

不過，工作與家庭是否造成擔任特教

教師的非障礙手足在觀點上的限制也值得深

思。美國研究中已有非障礙手足從僅協助自

己的障礙兄弟姊妹爭取權益的個案倡議（case 
advocacy）發展到教育社會大眾、替整個障

礙族群發聲的理念倡議（cause advocacy）
（Burke et al., 2015） ，也有非障礙手足認

定自己在障礙者生活中扮演重要的支持角

色（倡議、陪伴、找尋服務），卻不將自

己視為照顧者（Lee, Burke, Arnold, & Owen, 
2018）。相對於此，在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們

對障礙者的觀點較限於「我要照顧他」。這

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參與的非障礙手足皆為

姊妹，在性別角色上容易被視為預期承接手

足照顧的對象（Lee & Burke, 2018），特教

教師也將障礙者視為指導、教育的對象。這

樣的領域滲透也呈現出受訪者被自己的工作

及家庭領域侷限觀點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家庭資源較不足時照顧壓

力加倍，也強化了障礙是負擔的觀點。進一

步來說，工作經驗讓部分在原生家庭中較為

負向、悲觀的受訪者轉變成正向及優勢考量

的出發點，然而，回到家中時很容易又會受

限於家庭成員的身份無法單純以自身專業出

發，反應出混合區域的特性以及邊界彈性受

家人（家庭中的邊界維持者）影響較大之事

實。這樣的照顧者角色預期與壓力經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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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她們已經在相關領域服務且是「老師」這

個角色的現況，再次彰顯生命經驗無形中也

影響了她們對障礙的觀點。

結論與建議

如同多數人文研究難以達到完美，在

解讀本研究結果時也需要考量研究本身的限

制。在研究參與者方面，本研究邀請五位第

一、第二作者直接認識、且目前擔任特教老

師之女性非障礙手足為研究參與者，五位受

訪者間的同質性高，皆尚未成為障礙者的主

要照顧者，也僅一位已婚且尚未育有兒女。

因為受訪者的生命階段因素，很可能因此讓

工作與原生家庭間尚稱平衡，讀者參閱結果

時同時應加以考量。儘管如此，由於本研究

之受訪者皆為在職之特教老師，又具備非障

礙手足的身分，仍然非常繁忙。可想而知，

受限於時間，研究團隊雖盡可能與受訪者進

行深度訪談並盡力做到多次的追訪，仍缺少

觀察及多元來源的資料。

在考量限制的情況下，本研究結果作為

第一篇探索我國特教領域中邊界跨越者經驗

的文章，仍值得參考。研究團隊透過採訪擔

任特教老師的非障礙手足，探究她們的邊界

跨越經驗，發現整體而言，受訪者提及之邊

界跨越經驗多為正向陳述。其次，受訪者的

工作與家庭領域混合區域大，易出現障礙相

關知能的雙向領域滲透。再來，受訪者的邊

界跨越經驗影響與領域中重要人物的互動，

進而幫助她們劃分不同情境中的角色定位。

最後，邊界跨越者的對於障礙的觀感不斷變

動，反應出兩個生活領域經驗的邊界彈性，

亦可能受個人背景影響。回應文獻探討中提

出關於擔任特教教師的非障礙手足之疑問，

從本研究的參與者訪談中較無呈現加倍需

求，反而能看出這些邊界跨越者善用兩個生

活領域的經驗及資源運用領域滲透，進而成

為兩個生活領域間的橋樑。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研究團隊提出以下

建議：

研究上，建議未來可以透過觀察及更長

期互動、擴大訪談對象（如兩個生活領域中

的重要成員及邊界維持者）、或加上直接觀

察等多元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藉此能有更

深入的探究。透過募集不同性別、生命階段、

甚至不同障礙專業的非障礙手足來參與，或

許能夠有不同的發現。舉例而言，障礙者會

需要的專業支持除了特殊教育之外尚有醫

療、社福等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員，不同專業

的養成亦可能造成邊界理論應用於非障礙手

足時的另種樣貌。另外，父母以及障礙者對

於手足關係、同時有專業人員身分的想法也

是可以進一步探索的主題。 我國於 2014 年

所簽署的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

「沒有我的參與，不要替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障礙者在手足關係中，

是否能由單純的「接受照顧者」轉變到「協

同倡議者」的角度，適度表達本身的意向及

彰顯人權，亦有待進一步的探究。

實務上，儘管社會觀感仍將障礙者家庭

視為悲憫的對象，本研究也顯示出特教老師

及非障礙手足的雙重身分反而讓他們成為專

業人員與家庭間的最佳橋樑。這些邊界跨越

者善用了領域間的雙向滲透：一方面能利用

自己的經驗作為案例向同事分享、提供同事

親師互動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能把專業知能

分享給需要的家庭。若相關單位能夠建立清

單，列舉非障礙手足所具備的經驗及專業，

未來舉辦特教老師訓練、建立手足團體或組

織時，便能邀請他們分享相關的專業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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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work and family as two interconnected domains 
with distinctive sets of values and cultures. Despite the expansion of the work–family 
literature, the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with disabilities 
and are currently working as special educators (hereinafter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are understudied. For nondisabled siblings who choose to pursue special education-
related careers, this life choic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ir experience of growing up with 
someone with disabilities. Furthermore, their identity as nondisabled siblings may in 
turn affect  how they interact with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On a societal level, families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re often considered objects of assi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special educators require unique pedagogical training to educate students with 
additional learning needs. Whether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require higher-intensity 
support and whether they actually benefit from merg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work and home have thus far remained unclear.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work–
family  border-crossing experiences of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Methods: Gr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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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ork–family border theory, the researchers interviewed five participants who met 
the predetermined criteria (i.e., working as a full-time special educator and being a 
nondisabled sibling of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The five participants 
were all women aged between 27 and 37 years. Only one was married but had yet 
to have her own children. Among the five participants, three work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one worked as an itinerant  teacher, and one served at a day center. The types 
of disability of their brothers or sisters included visual impairment, cerebral palsy,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multiple disabilities (i.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ith cerebral 
palsy). The research team, consisting of three nondisabled siblings and one family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interviews verbatim. Results/Findings: A 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ranscript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main themes: 
(a) According to the participants, their border-crossing experiences were generally 
positive; (b) overlaps in disability-related knowledge and skillsets enlarged the blending 
area of the two domains, providing a higher level of permeability; (c) participants’ 
border-crossing experiences influenced how they interacted with other domain members 
(i.e., colleagues, students, and students’ parents at work) and border-keepers (i.e., 
parents and siblings with disabilities at home), which defined their roles in each domain 
respectively with the flexibility of such borders; and (d) border-crossing experiences in 
the blending area shaped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 of disabilities, but they might also 
have varied by their demographic backgrounds.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This study 
serves as the initial exploratory research on this unique population and call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to how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become resilient when they pursue 
helping professions. Additionall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have the potential to foster trusting family–professional partnerships. They may use 
their border-crossing permeability and flexibility to help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to information for families to comprehend more 
easily.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may establish a list of special educator siblings as a 
workforce for hosting workshops or founding sibling support groups.

Keywords: 	� border-crossing, family studies, non-disabled sibling, special education, 
work/family, Work/family bord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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